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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六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 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 » 及其后续措施要求

成员国尊重、推动并实现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消除各种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地

消除童工、消除就业与职业中的歧视
1
。为推广此宣言成立的中心部门职责在于报告宣言的

执行情况及相关的技术性合作活动，并起到提高意识、积极倡导与增进认识的作用 (该工作

文稿即为一例)。工作文稿旨在激发人们就该宣言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它们表达的

是作者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劳工组织的观点。 
 
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推进该宣言活动的一部分, 2001 年 11 月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建立了一

个 ‘反强迫劳动的特别行动计划’ (SAP-FL)。 从那时起, ‘反强迫劳动的特别行动计

划’的工作中纳入了研究、提高意识与技术合作、与政府、雇主、工人和其他部门合作以消

除强迫劳动的内容。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对人口贩运导致的强迫劳动给予了特别关注。 
 
近年来，全球对人口贩运的关注有了极大增加。然而，众所周知，人们对人口贩运从来源地

经中转抵达目的国的流程知之甚少。只有当我们对受害者、对他们落入人口贩子之手的源

由、对将受害者诱入圈套而使用的手段、对他们在目的国所面临的受虐条件有了更好的认识

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消除人口贩卖和与之相连的强迫劳动。为扩展这些基础认识，国际劳

工组织对有关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专题有独到的研究。 

 

被贩运或偷渡的中国劳工在欧洲、中东、美洲或其他目的国尤其受到危险的, 甚至非人的工

作或贩运条件之害。目前，在欧洲的中国移民劳工的处境、以及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所能采

取的行动吸引了公众更多的关注。 例如，，20 名中国拾贝者 2004 年 1 月在英国的惨死使

人们清楚地看到，无正式身份的移民劳工所能遭受的剥削会有多么残酷。这一惨剧也清楚地

点明了将移民工运往国外的中国‘蛇头’、目的的雇佣中介(在英国被称为所谓的‘工

头’)、和雇主对廉价与灵活劳工的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招纳、贩运、与剥削使用中

国非法移民，他们都涉入其中而各有其责。 
 
中国律师高芸所写的这篇工作文稿, 主要是对现有的有关中国人向欧洲移民的文献所作的案

头回顾和对中国现行的关于人口贩运法律的分析。此文的同一作者就被贩运或偷渡到法国的

中国人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研究结果应能在 2004 年间面世。这第二个研究结果包含详

细的案例材料与访谈内容，相当深刻地审视了招纳与转运的流程, 并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移民

在法国的不同经济部门中所处的工作条件。 

 

在这期间, 为激发讨论热情，我们认为将此篇工作文稿单独出版是有益的。 此文有一些很

重要的构思，比如作者看到了将人口的贩运和偷渡清楚地区分开来的繁杂性。正如作者所观

察到的, 中国 ‘种族经济’ 的闭塞性使得执法部门难以采取有效行动。鉴于其脆弱地位和

对其境况的主观感知，工会或其他公民社会团体可能也难于为这些中国劳工出面干预。然

而，要想根除这些现代形式的强迫劳动，我们就必须在来源国和目的国针对性地寻找包括法

律和劳动市场规章中的缺陷等根本原因。 

                                                 
1该宣言的正文可在以下网址获取： 
http://www.ilo.org/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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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贩运循环两端的执法部门、劳动市场机构和行为主体需要加强合作。我感谢高芸女士

作出的高质量研究与分析，这为 ‘反强迫劳动的特别行动计划’ (SAP-FL) 能代表脆弱的

海外中国劳工提出具体行动的后续建议起到了帮助作用。 

 

 

 

 

罗杰 • 普朗特 (Roger  Plant)  

 

反强迫劳动的特别行动计划主任 

推广 « 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 

权利的宣言 » 的中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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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由于中国移民数目的巨大增长, 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 许多欧洲国家对来自世界

人口最多国家的移民心存恐惧
2
。华人群体的封闭与隔绝带来了人们对中国合法

与非法移民的许多‘凭空想象’。许多目的国感到它们无法控制进入和逗留在其

领土上的中国移民。  

 

时至今日, 对中国移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北美。对欧洲国家的中国移民状况的研

究较为空泛，不详细也空缺比较性研究。这些作者的主要意图是从经济、文化和

人类学的视角研究‘成功的’ 中国移民或整个华人群体。幸而，近期的某些重

要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华人群体内部关系本质的深刻见解并揭示了这些群体内

的某些‘无形’ 现象(Pieke 1992, Salt 2000, Skeldon 2000)。 

 

然而，对被贩运进欧洲国家的华人却尚无较重要的研究。因对‘贩运’和‘强迫

劳动’ 的调查可能将研究人员置于危险境地或使政府感到难堪。另外, 对这种

状况所环绕的许多概念, 包括 ‘贩运’ 一词本身的定义，人们现在还在争论不

休。 

 

本报告的作者试图探讨‘种族经济’背景下的‘强迫劳动’这一概念。某些欧洲

国家高度发达的种族经济对鼓励人们移民起到了重大作用。当移民企图受到严格

的移民政策限制时，人们转向贩运者寻求帮助。因而, 人口贩运是一项为满足种

族经济需求的违法的服务。
3
 

 

 

人口贩运的定义 
 

‘联合国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以及‘预防、抑制、惩罚人口贩运，尤其是

贩运妇女与儿童的协议’ (此后称‘巴勒莫协议’) 于 2000 年 11 月由联合国大

会通过。这一步骤是反人口贩运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公约和协议中的规定成

为某些国家的法律改革之基础。协议对‘人员贩运’作了定义，并要求成员国将

此类活动犯罪化。协议第三条中所定义的‘贩运’ 包括以下三要素: 

 

1. 包括对人员的招纳、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的行为;  

2. 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或其它形式的强迫、诱拐、欺骗、滥用权力或对

他人脆弱地位的利用或通过给予或收受钱财或好处以达到同意一人对另一

人的控制; 而且 

3. 是为剥削的目的 
 

                                                 
2 R. Skeldon, 中国非正规移民的神话与现实 (国际移民组织, 2000 年第一期) 第 14 页。 
3 J. Salt and J. Stein, “作为行业的移民: 贩运案例”, 载于国际移民季刊 (第 35 卷 第 4 期, 国际移民组

织，1997) 第 467-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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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巴勒莫协议’的条款，儿童是个例外情况: 涉及儿童时，暴力、强迫或

欺骗不是必要构成要素, 因为他们不能做出有效的同意。因而，为剥削目的对儿

童的任何招纳、运输或接收不论使用何种方法都构成贩运。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超越了传统的对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的狭隘关注，这使

该协议能关注当代贩运形式, 包括强迫劳动、债务奴役和强迫婚姻。贩卖目的不

仅限于性剥削。受害者可以是男人或女人，涉及的经济行业部门也不一而足。 
 
 
偷渡和贩运的区别        
 

• 偷渡总是跨国的, 而贩运不一定。  

• 偷渡涉及同意移居的移民，而贩运的受害者要么从未同意、要么其同意 

因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强迫、欺骗等的使用介入而变得毫无意义。 

• 偷渡终止于移民到达目的地，而贩运涉及对受害者进一步以某种形式进行

持续剥削以为贩运者产生非法利润。 

 

隐含在‘贩运’概念之中的是强迫劳动的要素, 而‘偷渡’并非如此: 不过, 一

个被‘偷渡’的人在转运过程中可能遭受非人的待遇, 其人权也可能被侵犯践

踏。 

 

贩运可被分为三阶段:  

 

a. 招纳潜在的移民 
b. 迁移、转运与藏匿 
c. 融入到达国的劳动市场  
 

在第一阶段, 潜在的移民一般同意移民。离开来源国之前贩运者即使用强迫手段

的情况很少。通常是在第二或第三阶段，在移民认识到贩运者的允诺背后隐藏的

危险或欺骗并开始抗拒之时，暴力或强迫行为介入。为此原因, 常常难以确认贩

运受害者地位。在贩运第二阶段被查处逮捕的移民，由于流程的中断，尚不知晓

他们所受欺骗的程度。如果贩运者尚未使用暴力，其受害者往往被确认为‘偷渡

的人’并按此对待，而不是作为 ‘贩运受害者’。 
 
有些研究机构专注于转运中的条件而不是剥削性的工作条件。然而, 正是在第三

阶段的贩运过程中，强迫劳动问题才开始显现。因而，我们的研究集中讨论被贩

运的人如何融入目的国的劳动市场、其工作条件如何以及他们与其雇主的关系如

何。  
 
强迫劳动的定义 
 
国际劳工组织第 29 号公约下，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指 “在威胁施加任何惩罚

下，从任何人攫取的全部劳动或服务，而此人对此劳动或服务并未自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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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发布的，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后

续工作的« 制止强迫劳动全球报告»(此后简称为报告), 描述了强迫劳动的主要

形式: 奴役与拐骗、强迫参与公共建设工程、在农业和与强制性招纳制度相联的

边远农村地区中的强迫劳动、债务捆绑劳动、强迫劳动状态下的家庭雇工、军方

强加的强迫劳动、作为人口贩运后果的强迫劳动和监狱劳动与劳动改造的某些形

式。 

 

强迫劳动一直未中断地存在着; 只是其标准随时间变化而有变更。当代形式的强

迫劳动反映着新形式的剥削。传统形式消失之前当代形式的强迫劳动就已出现了

。这两种形式的强迫劳动重迭得如此完美，使得传统形式在被确认之前就已融合

进当代形式的强迫劳动之中。
4
 

 

强迫劳动可在国家疆界内亦可跨越疆界存在。被强制的劳工可以是国民或外国

人。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是一个被贩卖到他国并被迫劳动的非法或非正规移

民。即使在非法移民入籍并取得法律地位之后，有些人仍继续在同样非人的条件

下工作一段时间。
5
 在研究作为人口贩运后果的强迫劳动之时，重点不应放在移

民本人是否同意的问题上而应放在研究移民的客观处境和他们的特别脆弱地位。 

                                                 
4 M. Lengellé-Tardy, 现代奴役, 法国大学出版社, 第一版, 1999)。第 9-11 页。 
5 F. Brun 与 S. Laacher, 合法地位  ( 2001 年，哈马丹出版社) 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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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散居和海外种族经济 
 
1.  ‘商业散居’ 及其种族经济 
 
许多研究将中国海外人口称为‘散居者’。 在分析为何就业或剥削关系主要仅

存在于中国人之间前，有必要弄清楚‘散居’一词的含义。根据罗宾•科恩

(Robin Cohen), 散居是一个民族从其原国分散或扩张。这可能是为寻找工作或

是由于被迫迁移。它常以与定居在其他国家的同一族群成员的同体感为特征。科

恩认为，由于同等数目的商人和契约工离开了中国大陆，而且商人对这一情形的

构成和延续有着持续性的影响，据此，将中国人描述为‘商业散居’是恰当的。
6
 
 
根据莱特(Light)与葛尔德(Gold) (2000), ‘种族经济…由同种族自营就业者、

雇主和其同种族的雇员构成’ 并且‘只要任何移民或族群具有并维持对某些私

有经济行业的控制权,种族经济便存在’
7
。种族经济的这些特征适用于几乎所有

非法中国移民。有些研究人员对餐饮业、纺织业和皮革车间的中国种族经济状况, 

这些行业都以低技术复杂性与高工作强度为特征。Ma Mung (1992) 分析了数千

份合同，以定义亚洲(多为中国)商业的行业及空间扩张。皮尔克 (Pieke) (1992) 

探讨了中国餐馆工的移民模式以及中国餐饮业在荷兰的增长。他论证说，在移民

链中，劳工并非向某个国家移民而是向其本身伸展于海外的社区移居。用这种方

式, 锁链式移民导致了餐馆或其它行业数目的持续增加。 
 
 
2. 在欧洲的中国移民 
 
福建移民 
 
从福建向欧洲的移民似乎是一个近期倾向。虽然在福建省移民文化业已存在，过

去大部分福建人都去了东南亚和北美。研究人员均认为欧洲的大部分中国移民源

于浙江; 少有对福建人的研究。在一份最近提交给法国劳动与互助部(MIRE)的报

告中，研究人员指出在一组 987 人的问卷回答者中, 仅有 2% (19 人) 来自福建

省。然而，该报告注意到，这一数字在此次研究过程中却呈‘持续增长’ 趋势
8
。    

 

根据童巴(Tomba) (1999) 的研究, 意大利托斯卡纳区 82% 的中国人住在佛罗伦

萨和帕拉脱(在此地中国人占非欧共体居民的 65% )。大体上其中 90% 生于浙江

的温州地区
9
。2000 年 6 月在多佛惨剧中 58 人的死亡引起人们注意到在欧洲的福

                                                 
6 R. Cohen, 全球散居 : 导论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97)  第 26-29 页。 
7 I. Light 和 S. J. Gold, 种族经济  (2000) 第 4-9 页。 
8 C. Guerrassimoff, E. Gurassimoff 和 N. Wang,  中国新经济移民在法国和欧洲的流动, 提交给就业
与互助部的报告 (2002 年 2 月, 未出版) 
9 L. Tomba, 向北京和佛罗伦萨‘出口温州模式’: 对两个移民群体的劳动和经济组织采取比较观的建

议’, 载于 F. Pieke 和 H. Malleo (编者), 内部与国际移民: 中国观 (1999) 第 280-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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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非法移民的存在
10
。看来福建向欧洲的移民呈现‘新动向’

11
。对劳工新的需求

主要存在于英国的中餐业和意大利的浙江人开的车间。 
 
近期来自东北的移民  
 
‘东北’ 指中国东北部包括三个省份: 辽宁(人口 4194 万), 吉林(人口 2691 

万) 与黑龙江(人口 3811 万)。根据法国劳动与互助部最新统计，在法国的中国

移民 58%来自浙江，26% 来自中国北部。来自浙江省的移民是移民链的实例，它

是个典型 的累积过程, 而来自东北的新移民流则是“改革开放” 政策的结果。

浙江人倾向于拥有海外网络，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移民, 而东北人则以冒险精神和

一无所失的态度出国。 

 

1996 年, 中国政府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变发展模式列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从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集中于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

被认为需通过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建立。在私营的保险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社会保障基金尚无着落的情形下，失业问题产生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估计，城

镇失业率有 7%, 包括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大致总共 1千 4百万人失业。同时, 大

量农村人涌向城市: 2002 年有 1亿 2千万内部移民
12
。通常的目的地包括东南部

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上海和福建, 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些地方高度集中。中国

必须创造足够的工作以吸收下岗工人和内部移民。在东北, 中国的铁锈地带, 许

多厂矿关了门, 下岗职工分文不得，而找到新工作的希望又微乎其微。2002 年

大约两千万城镇无业人员靠每月大约 30 美元的最低生活补贴生活
13
。  

 
有些研究人员提出，‘从福州到美国的移民已达到其自然极限’; 在福建的某些

村落, 80% 到 85% 的注册人口已移向美国
14
。这一来源的萎缩似乎刺激人口贩子

在中国其他地方开发市场。其他作者则论证，中国的其他群体不具有移民得以开

发的前手关系与网络。虽然东北的最新流动清晰地显示着新移民波，但东北的格

式比浙江或福建较不具结构化。至于东北移民是否也携带家眷并形成新移民链，

尚有待观察。 

 

对东北移民人们所知不多。很明显，他们尚无一个链移民库，他们中大部分从

中、东欧辗转而来。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如果华人群体内有等级的话，他们处于

最底层。东北移民受浙江移民的歧视。许多东北妇女被浙江家庭雇为保姆。最近

几年在巴黎和米兰街头出现的中国妓女大部分来自东北。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应

被确定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10 2000 年 6 月 18 日, 经过 4 个月跨越中、东欧的转运，54 名男性和 4 名女性在多佛因窒息死于卡

车之中。  
11 F. N. Pieke,中国人向欧洲移民的新动向:福建移民透视 (国际移民组织, 2002 年 3 月)  
12 移民消息, 中国: 移民，经济 (第 9 卷, 2002 年 11 月，第 11 期) 或  
http://migration.ucdavis.edu/mn/more.php?id=2856_0_3_0 
13移民消息, 中国: 移民，经济 (第 9 卷， 2002 年 12 月，第 12 期)  
14 M. Hood.“ ‘福州’ 与 地下移民” 载于 L. Pan  (编者) 海外华人大百科 (1998), 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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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移民 
 
浙江在中国东部是中国的最小省份。我们谈到浙江人，一般是指来自南部的温州

和青田地区的人, 欧洲的大部分移民来自于此。浙江人绝大部分是商人。 被认

为 ‘善捕商机、显然自我、目的性强’, 浙江人以其辛勤劳作的能力、体力和

耐力而著称。据说他们喜欢为自己工作而不愿受雇于人。典型的发家史: 他们以

小摊小贩始，以百货店主终
15
。  

 

浙江人通常有小规模的、家庭管理的地域集中的车间。每个车间负责专门生产某

一零件, 然后在当地组装。生产专门化带来了高生产率和低管理成本。中国政府

把这种称为‘温州经济模式’的生产方式向全国推广以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如

果我们看看法国和意大利的‘种族经济’ – 中国人的皮革品生产和服装工业 

– 我们看到 ‘温州经济模式’ 在海外的扩展。   

 

基于 Xiang Biao (1999)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 童巴(Tomba) (1999) 对北

京的‘浙江村’和佛罗伦萨的中国(主要是浙江)群体进行了比较
16
。人们称在北

京郊区落户的一个较大的内部温州移民社区为‘浙江村’。八十年代初他们开始

在北京落户，1988 年左右一个大规模经济发展了起来，它基于生产一种非常有

竞争力的产品 – 皮夹克。许多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商人直接来到该社区购买夹

克。浙江村现已建立起成熟的促进劳动、原材料和资本利用的市场制度。同时，

法国和意大利的温州社区也专门生产几乎与浙江村相同的产品。在托斯卡纳地区

发展的企业基于家庭纽带、亲情网络、高劳动密集度、固定资产投资的有限需

求、工作与住所的重叠: 这些是构成‘温州模式’的相同要素。  
 
 
3. 从‘奴隶’ 到 ‘企业家’  
 
人们普遍认为，在浙江、福建和广东存在着移民传统。研究表明，最初到达欧洲

国家的中国移民是在 17 世纪
17
。中国社区自上世纪开始在某些欧洲国家发展起

来。最初移民集中于餐饮业, 该行业需求低技能、低工资的劳动。如前所述， 

内在于 ‘中国散居’之中的是餐馆老板对同种族雇员的偏好。他们在家乡寻找

雇员, 最好是他们很熟的人: 其亲属、朋友或相识。   

 

在餐馆或车间黑着工作了多年, 那些付清债务的人便获得了解放，可以开始经营

自己的买卖。人们可以参加社区内的一个叫作‘唐提’的协会, 其本质类似一个

基金会。尽管‘唐提’控制者收取高利息, 参加的个人潜在地有可能获得高达 7

万 5 千欧元的款项。加上个人储蓄，一般来讲，这一数额足矣。真正的问题在于

获得居住地位或公民身份, 这是开业所必需的。移民必须等待其地位的合法化或

者进入另一个合法身份较易取得的欧洲国家。 
 
                                                 
15 L. Pan, 黄帝之子 (1990), 第 128-152 页。 
16 Biao, Xiang, ‘北京的浙江村’, 载于 F. Pieke and H. Mallee (编者): 内部与国际移民: 中国观 
(1999)。 
17 一个叫 Huang Jialue 的中国人于 1686 年到达法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可找到一份两页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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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是 1986、1990 和 1996 年三波合法化后，中国人在意大利有

了突飞猛进的增加。1986 年前, 意大利大约有 1800 名中国人。1986 年立法(第

943/86 号法律)允许带薪就业的非法移民取得合法居留权，这之后中国人的数目

飞升到 9880 人。1990 年, 19237 名中国人因第 39/90 号法律获得了居留许可，

这一法律将非正规移民、包括自营就业移民的地位合法化
18
。根据康帕尼

(Campani) (1992), 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人, 尤其是法国和荷兰的中国人受到

以自营就业者身份进入意大利的可能性的吸引。通常他们不是直接从中国抵达意

大利。托斯卡纳的地方卫生局发现一个中国雇主把其皮革车间用作封闭宿舍。一

个叫作‘乌革里尼’ 的车间里住着 100 到 200 名工人。
19
  

 

根据喀什迪(Carchedi)(1998)与康帕尼(Campani)(1992), 意中政府之间的双边

协定(1985 年签订，1987 年后生效) 对鼓励中国企业家在意投资起到了重要作

用。事实上, 1998 年前中国政府与 74 个以上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包括法、

德、英、奥签署了类似协定, 规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件并定义了相互投资保护

的一般原则。奇怪的是, 中国与象瑞士这样的国家签署了这类协定，而在瑞士中

国人的数目微不足道 ; 相反, 中国与美国无类似协定, 而美国是中国移民所瞩

意的到达国。这类协定对移民选择目的国无重大意义。所以, 这一协定不能视为

中国移民的决定性因素。  

 

满足上述两条件的移民可成为业主; 他们随后在其家乡雇佣劳力。这一移民链带

来移民流, 并且作为雪球效应的后果，使餐馆数目增加。类似过程在其他经济行

业中也有，例如皮革品生产和服装车间。尽管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经济活动不断多

元化, 移民链继续按相同的原则操作。   

 

中国移民很少与非中国人竞争工作机会。他们从中国将其独到的行业域带到到达

国, 在那里发展从而对其经济构成一个净赢。中国移民运营于目的国的劳动总供

给循环之外
20
。Ma Mung (1990) 发现没有一个浙江业主为当地法国公司工作过; 

在自己经商之前，亦无人注册失业。 

 

众所周知，人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寻找工作，将自

身整合进目的国的劳动市场。对低技术移民来说，其工作通常是‘3 D’型即

脏、险、难工作。这些工作以低工资、长工时与恶劣的工作条件为特征, 这是为

当地工人所不能接受或忍受的。从浙江来的人对这一格局构成某种例外，因为他

们的目标不是整合进当地劳动市场，他们在离开中国之前常常已有自己的经商计

划。他们不作任何努力去学习当地语言、理解公民和劳动权方面的立法、或在接

收国寻求任何可获得的协助。这一切加剧了他们对雇主的依赖性。在这样一个难

以渗透的群体中，秘密地生活着又没有合法居留权， 他们忍受着艰辛的工作与

非人的生活条件并身负重债。用工人们的话来说, ‘我们干活象牛、吃得象猪、

                                                 
18 F. Carchedi 与 M. Ferri, “在意大利的中国人: 维度与结构特征”, 载于 G. Benton 与 F.N. Pieke (编
者) 欧洲的中国人 (1998) 第 261-277 页。 
19 G. Campani and L. Maddii, « 与众不同的人 : 托斯卡纳的中国人 » 载于欧洲国际移民杂志, (第 8
卷,1992 年第三期)。 
20 F.N. Pieke, 中国向欧洲移民的新动态: 透视福建移民 (国际移民组织, 2002 年三月) 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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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鸡窝里’
21
。这样的条件被大部分移民视为暂时而‘必须’的过程。他们没

有意识到自身作为被贩运/强迫劳动的受害者的地位, 而只是梦想着一旦付清债

务，会成为业主。 
 
与某些传统形式有别的是, 当代形式的强迫劳动只在相对短时间内影响移民劳工

的生命, 而不是影响其一生。然而， 这一段时间不应被忽视。在研究中国人从

‘拼命工作’到‘创造自身就业和财富’的过程中，许多研究人员对劳动剥削的

程度轻描淡写，得出诸如此类的结论：他们‘总体上既不是肆无忌惮的贩运者手

中的不幸受害者, 也不是逃离政治迫害的政治难民, 也不被西方国家的丰厚福利

所吸引’
22
。根据皮尔克 (Pieke) (2002), 经商的成功补偿了作为‘奴隶’的劳

动期。然而，成功的开业者只占被贩运或偷渡来的劳工的少数。只要尚未付清债

务或取得合法地位，他们中大部分将继续隐于‘地下’。  

 

总之， 在中国移民的中长期过程中，他们既可能是‘赢家’也可能是‘输

家’。不论哪种情况都承担着严重的社会成本，即高度剥削性的工作条件。 
 
4. ‘无形’ 劳工 
 
根据 ‘制止非法移民与雇佣无证外国人中心局’(OCRIEST)在法国的调查, 完全

秘密的主要经济企业已越来越少。通常会使用一个合法外衣: 最简单的方法是创

立一个小型企业的有限公司, 它隐藏着‘地下’车间并使开具发票成为可能。法

律上申报的仅仅是公司(一般两到三人)的经理或业主。秘密工人完全隐匿于车间

之中。 

 

另一种方法是申报车间内的合法工人而不申报在夜间工作的另一组秘密工人。分

包的工作最难监督; 公司将生产任务转给通常是小型的(常常在住家生产的)而且

是十分分散的分包商。因为地点不显眼又在居民区, 这种家庭生产极易隐蔽。此

外，这种公司的业主不需尽社会、纳税和卫生义务。在一次由 ‘抑止非法移民

与雇佣无证外国人中心局’在巴黎进行的代号‘马蹄匠(Marechal)’ 的行动中, 

巡查员发现了一个车间，它雇佣了几个黑工生产小方饺，每天向 50 多个饭店和

外吃顾客卖出 4到 5千只。 

  

同时, 公司业主也注意使其申报的营业额与生产能力和申报的雇员数目相符。他

们正规作帐、及时报税。有些公司有多层结构; 有合法或伪造工作证的工人在厂

内, 而被贩运/偷渡来的工人则在其他地点住在非人的条件下。他们得益于黑工

的低劳动力成本并能竞争得过合法经营的公司。  
 
5. 有利可图的行当 
 

                                                 
21 J. Béja and W. Chunguang,  中国移民, 人与移民 (第 1220 期, 1999 年 7/8 月刊) 第 79 页。 
22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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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不同职位的人，包括 ‘订货者’、‘加工者’
23
 和

秘密车间的主人都涉及其中。人人都得益于黑工。一个‘订货者’ 确认，他的

秘密车间每季度给他带来 106714.31 欧元; 一个糖果公司的业主据记载 18 个月

内挣了 686020.58 欧元
24
。 

 

对这些企业的调查要求不同部门的合作。监察者关注的是经济违规而不是保护黑

工。黑工的基本权利被忽视，因为操作困难，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本质很少被理

解。例如，很少中国黑工讲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有些人甚至只讲方言而不讲普

通话。而某些行政与移民部门却支付不起翻译服务的费用。 
 
对雇主的处罚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雇用外国黑工 

面临坐监或罚款。在意大利和法国，对雇佣非法移民工的处罚非常严厉。法国

1981 年的劳动法典引入了对雇主的处罚，规定雇主可被判入狱并为每个雇佣的

非法工人支付罚金。1993 年这些处罚被加重到三年以下徒刑和不超出 4500 欧元

的罚金。一系列新处罚措施被加入，包括没收财物、排除于公共合同之外、如是

外国人则驱逐出法国国境。  
 
这些处罚的有效性却值得怀疑; 在已采纳这些措施的意大利和法国, 在过去 10

到 15 年间中国人的数目反而有了极大增加。问题在于，难以获得证据证明雇主

‘有意’雇佣非法移民。在雇佣关系确立时, 雇主应查看工人的证件但不能期待

他们能区分真假证件。他们若辩称自己也受了欺骗，往往会被开释。 
 
为何中国移民如此集中于服装与皮革业? 对目的国的选择当然是许多因素的结

果，正如对经济行业的选择。中国车间主将欧洲定位为消费者市场。在欧洲直接

生产可绕过运输费、出口手续和‘配额’制的限制。另外, 在许多欧洲国家，中

国餐馆的市场已饱和。浙江商人选择了服装和皮革业发展，因为浙江人在中国以

裁缝和皮革工为著称。这些特长补充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现有市场。浙江人不仅得

益于一个有着物品的自由流动的欧洲大市场，而且受益于‘意大利造’(比如皮

革)和‘法国造’(比如服装)产品的名声, 它们吸引着全球的分销商。分销商的

兴趣是低价格再加上‘意大利/法国造’的标签。消费者很少清楚产品的真正

‘国籍’。这些车间主似乎在经济上独到地精明，他们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生意因

为黑工得以迅速发展。     

                                                 
23 桑提埃(Le Sentier)服装业的生产系统, 在法国已存在 20 到 30 年, 其春/夏和秋/冬时装系

列要求极大的劳动力灵活性。服装业的‘订货者’ 是按时装新潮订购成衣的人, 通常是大商业

公司的采购中心。因为时尚变化极快, 订单可能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量提供。‘加工者’ 

是按订货者的要求和设计生产服装者。实际操作上, ‘加工者’ 多是一个批发商，他裁剪布

匹，并按分包合同的形式分配给小车间将其缝为成衣。掩蔽大多数非法工人的便是这些小车间，

但‘订货者’ 和‘加工者’ 对这一生产链中的非法劳动应承担责任。 
24  抑止非法移民与雇佣无证外国人中心局, “春季”行动分析: 亚洲制衣业中的违法做法。2000 年 5
月和 10 月, 罗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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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贩运后果的强迫劳动 
 
1. 贩运的组织 
 
中国人经营下的有组织犯罪似已名声在外。‘如果中国餐馆是中国城的一个特

色，中国的秘密社团是其另一特色。秘密社团与海外中国群体如影随形…如果中

国海外犯罪团伙有一个首都的话，这个首都就是香港’25。研究表明，一些三合会

据点在香港和台湾; 他们专门经营秘密移民、卖淫、赌博、毒品交易和收债。以

中国大陆为据点的三合会据知只有一个; 据认为它涉入秘密移民，但我们对其组

织、结构和活动所知甚少
26
。  

 
几乎无法量化非法或非正规移民。1994 年, 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估计每年有至少 10
万中国人被非法运进美国，另有 10 万运进欧洲。但只有少数一部分被逮捕。例

如, 1999 年，美国海岸警卫队逮捕了 1000 名被贩运或偷渡来的中国人
27
。在法国, 

1998 年有 3 万 2 千名中国人申请签证，1999 年则有 5 万 4 千人
28
。不知道有多少

被拒签者转向了贩运者; 这一数目应加上那些一开始就未申请而直接去寻找贩运

组织的人。  
 
根据 Kwong (1997)，中国贩运者有着组织强、连通广的名声。‘蛇头’ 预收其顾客

1000 美元左右以安排向美国的转运。如果成功送达目的地, 移民需支付全额为 1
万到 5 万美元的费用, 该费用从其未来工资中扣除。雇主与贩运者网络相连，从

而方便了偿还债务, 债务可能含有高达 30%的年息。  
 
不按期清还债务的人会被毒打或被勒索赎金，直到其家人交钱为止。呆在中国的

移民家庭构成了贩运者的一个担保。人质被折磨、戴上手铐、而且得不到适当饮

食。英国警方发现，一名人质因拒绝强奸一名女囚，其手指被割至骨头。在另一

案例中, 英国警方发现一名中国男人从二楼窗口跳下逃脱了他的囚禁者。他们突

袭了这个公寓，发现了另外四名人质。其中一人被囚并被虐为奴隶长达 22 个

月。在一个伦敦西部公寓, 警方救出了五名人质 ，他们被折磨、每人被勒索赎金

3 万多美元
29
。   

 

 

2. 中国移民的强迫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此议题的第 29 号公约对强迫劳动的定义中使用的关键词是

‘威胁’、‘惩罚’和‘自愿’。以中国移民为例, 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个移民

                                                 
25 L. Pan, 黄帝之子 (1990) 第 338-345 页。  
26 T. Cretin, «全球黑手党: 跨国犯罪组织», 载于时事与观点,  法国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修订增补

版, 2002 年) 第 79-90 页。 
27 移民与归化局新闻稿: “移民与归化局从提尼安(Tinian)遣返第二批中国公民” (1999 年 6 月 22
日)。 
28 “移民新闻单” (2000 年 3 月), 第 6 页。 
29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 200 ?  年 4 月 2 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797489.stm 



 

WP 32 - Chinese migrants and forced labour - Chinese version 11

如何会在来自三层次的力量下屈从于强迫劳动: 外部力量(境况)、债务和雇主的

剥削。 
 
境况所迫 – 构成了脆弱性 
 
缺乏合法地位: 在去目的国的旅途中和抵达之后，其人身自由部分或全部地受到

限制。他/她不享有法律或医疗服务，由于担心遣返而隐匿其身。不受合法工所

享有的民法和劳动法的保护, 他/她可被当作能带来利润的商品对待; 没有居留

许可, 他/她甚至无法去租房。  
  
缺乏语言技巧: 这使移民几乎无法获得过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信息。因为无法

与当地人沟通也就没有其他就业选项; 此外，目的国立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也无

法适用到移民身上。 
 
本国政府的惩罚: 对大多数非法移民来说, 去一个发达国家的票是单程的。中国

刑法 (第 322 条) 惩罚非法跨越国境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移民的标准行政处罚

是短期拘留和罚款。许多无护照或用贩运者提供的伪造证件离开中国的移民 ，

一旦回国面临被拘的危险。他们唯一的选择是等待其身份在到达国合法化。只有

归化入籍之后才能重新旅行并进入中国。   
 
在这三个外力之中, 法律地位是最重要的。即使许多欧洲国家采纳了更严厉的避

难法以减少避难申请者数目, 在法国，中国难民申请者的数目从 1990 年的 821 人
增加到了 1999 年的 5169 人

30
。这一大幅增加显示，大部分黑工希望获得最低限

度的自由。如果他们的申请被拒, 他们最终将转入地下而成为非法，但至少在漫

长的申请程序中，他们获得或多或少的安全感, 因为法国当局不拘留难民申请

者。  
 
总之, 外部力量将被贩运和被强迫的劳工置于极端脆弱地位。任何对这一脆弱性

的滥用都应视为控制他人和对他人施加暴力的手段。因而，贩运有可能在不使用

肢体暴力的情况下构成。在向欧盟框架决定提出的建议中的解释性备忘录中，欧

洲委员会将‘脆弱性的滥用’定义为例如针对‘精神或身体残疾的人或非法在一个成

员国的领土上逗留、常常处于除了屈从于剥削之外自身别无选择或认为自身别无

选择的境地之中的人’。这种罪的构成应考虑受害者的特殊境况而不仅仅是贩运

者的行为
31
。 

 
‘脆弱性’ 是一个模糊概念, 它可以客观地通过威胁或所处危机的特点、或主观地

通过个体应付压力的能力来定义。一个有效的分析方法是根据个体保护需要来考

虑脆弱性
32
。按一个人所能用的资源，他或她可能需要基本的法律、社会、经济

或身体保护。‘脆弱性’ 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与来自阿尔及利亚或黎巴嫩的

                                                 
30 参看注释 9。 
31 COM (2000) 854-C5-0042/2001-2001/0024(CNS)。欧洲委员会关于反人口贩运的框架决定于

2002 年 6 月由委员会(9576/02)采纳。 
32 R.Black, “压力下的生计: 希腊难民脆弱性的案例研究”, 载于难民研究期刊 (1994 年 7/4) 第 360-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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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相比较，中国人缺乏基本的语言技巧而与东道国社会相隔绝。这是一种 

‘脆弱性’。 无证非法移民因担心被捕而无法对外沟通。这是另一种‘脆弱

性’。处于脆弱境况的人无法拒绝因而屈从于危险的情势。 
 
债务 –当代形式的债务奴役  
 
债务是移民抵达到达国应支付的贩运费。债务常常很沉重，需几年的劳动才能偿

清
33
。中国非法移民通常承受着其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带来的沉重债务。债务有两

个来源: 

 

合法借款: 这种债务一般是向家庭、朋友或邻居借款。它是合法的, 尽管借款需

付高利息。在这种情况下, 移民常常处于财务和道德的双重压力之下。 
 
非法贷款或预付款: 如果一个人无法从第一渠道借到钱，他或她会转向与贩运者

(在福建和广东省叫‘蛇头’, 在浙江省叫‘黄牛’ 或 ‘老板’)相连的放高利

贷者。既然因为借款被用于暴力或对脆弱性的滥用而不受法律保护，贷款的清偿

不得不以暴力 (非法的)方式来安排。如果贷款未能清偿，借款者会受到暴力威

胁或受到其家人会被折磨或被杀害的威胁。  

 

传统形式下的债务捆绑劳动迫使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该人对他或她提供

了贷款、借款或预支。该制度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类似。服务是在无工

资或最低工资的条件下提供的, 而且没有择业权或迁移自由。 
 
传统形式下的债务捆绑将一个人直接置于其债权人的控制之下，只为债权人的利

益工作。劳动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而明确的。当代形式下债务人-债权

人之间的关系较复杂，尤其由于贩运者的介入而不那么直接。劳动者并不一定直

接向贩运者提供其服务而又确实是为贩运者的利益工作。这是一种掩盖或隐蔽的

债务捆绑。   
 
对中国移民的债务问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能将移民受胁迫的程度量化，债

务是定义‘强迫劳动’的根本标准。在美国人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Kwong 1997, 

Chin 1999)而在西欧研究却很少。在西欧，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是一个较新近的现

象，大部分的研究着眼于中国群体的文化和经济层面。有些研究讨论了这一课题 

但没有对债务的本质、偿债安排和债务在非法移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行过彻底的

探讨。这种债务是特别的，因为它来自于非法行为(贩运或偷渡) 而不是正常服

务收益。它只能经由非法手段比如敲诈、折磨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来索求。要确定

移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33 Chloé Cattelain, Abdellah Moussaoui, Marylène Lieber, Sébastien Ngugen, Véronique Poisson, Claire 
Saillard, Christine Ta, 中国公民进入法国的方式, 给社会事务、劳动与互助部人口与移民局的报告,  
第 70-71 页。劳动与互助部的这一研究表明 52% 的问卷回答者欠 10 万到 14 万日元，36% 欠 3 万

到 4 万日元。作者估计，１９８６到１９９２年间用两年的工资可付清１０万日元的债务。然

而，由于近年来纺织市场上的竞争, 现在有可能需 5 到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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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的剥削 –贩运罪的同谋? 
 

雇主知道如何利用雇员的非法身份: 他们支付低工资、延长工时、为其雇员提供

很少食品、简陋的住所而且不提供社会保障。许多情况下, 雇主使用肢体或心理

的虐待强迫他人劳动: 身体惩罚、扣押身份证件或不发工资、或限制个人迁移。

对雇主和贩运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研究。现在仍不清楚，雇主是否卷入贩运活动

之中，还是他们仅仅是廉价非法劳工的受益者。如果雇主卷入贩运过程中，那

么，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雇主是否应作为贩运罪的同谋被惩罚? 

 

有些作者认为大众传媒夸张了对中国车间和餐馆中的剥削和非人条件。他们论

证，在中国的新兴工业中工作条件类似于或劣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工资高

于中国; 这些再加上经济成功的前景补偿了悲惨的工作条件
34
。 

 

中国某些新兴工业的工作条件确实不好于发达国家，而且工作标准各国不一。但 

这并不构成赞成现状论据的基础。首先, 必须区分有法律地位的中国工人和那些

无法律地位的我们称之为‘黑工’的跨国移民。当工作条件不可忍受之时，法律

地位就成了决定性因素。中国内地工人可以捍卫其工资权和保险权，因为这些受

法律保障(尽管在现实中不总是如此)。1997 年, ‘强迫他人工作’作为应惩处

罪行写入了中国刑法。‘黑工’在外国领土上没有任何法律后盾, 法律保护只适

用于其本国公民和合法移民。再者, 身负重债离开母国的人, 承担着非法跨越边

界的危险，从而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脱本国的悲惨的劳动

条件, 而不是为了在国外陷身于同样条件之中。第三, 有些黑工并非来自其母国

的最贫困群体; 只因组织贩运或偷渡者给了他们假信息。他们在到达国发现条件

有时不如他们在国内所了解的。 
 
 
3. 妇女与儿童 
 
妇女与儿童是极脆弱群体。为性行业的目的从中国将妇女运往欧洲国家的规模尚

小。范围可能是地域性的而不是扩展到西方国家
35
。卖淫比‘地下’作坊更封闭

也更难控制。在法国, 卖淫确实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大部分妓女是未能在浙江人

作坊中找到工作的北方人, 而不是专门为性剥削目的被贩运而来。不过，在乌克

兰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有些中国移民是年轻无伴侣的女性，她们是为此目的被贩

运而来并被组织起来
36
。 

   

对妇女的贩运不是很显眼的事，但在法国有证据表明中国年轻人有了显著增加。 

巴黎的 ASE (儿童社会资助) 组织２００１年为１４５名未成年人提供了膳宿; 

在前两年这一数字是１４人。他们大部分来自浙江温州，父母或姑妈叔父已在法

                                                 
34 J. Antolín, 载于 G. Benton 和 F.N Pieke (编者) 欧洲的中国人: 在西班牙的中国人 (麦克米兰出版

社, 1998) 第 235 页。  
35  R. Skeldon，中国非正规移民的神话与现实, (IOM, 2000 年第一期) 第 27 页。 
36 F. Laczko 与 D. Thompson (编者), 欧洲的移民贩运与人口偷运, 例证的回顾与来自匈牙利、波兰
和乌克兰的案例分析 (国际移民组织,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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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他们在自家的作坊工作，在有工作盘查控制的情形下，被看成是给家里‘打

个帮手’。因此，他们通常被视为‘自我剥削’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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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法与反贩运人口的斗争 
 
1.与贩运相连的犯罪 
 
先前的中国刑法, 第 176 和 177 款涉及非法跨越边界罪, 不论是团体组织的还

是个人自主的。这些犯罪活动没有明确定义。过去１０年中, 中国政府认识到当

代形式的奴役(包括强迫劳动和债务捆绑), 不仅侵犯人权, 也牵连着安全问

题。犯罪活动涉入其中，国家的形象也受到影响。１９９３年 Golden Venture37
 

悲剧后，立即采取了措施以控制国家边界周围的非法和犯罪活动，出入境检查更

加严格。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１９９４年３月５日采纳了‘严厉惩罚组织或偷运他人非法

跨越国(边)境 罪的补充规定’。这些规定对这种犯罪活动的涉及面很广, 包括

组织跨越国(边)境、提供假证件和偷越国(边)境。1997 年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对

中国刑法的重写。增加了几项犯罪, 这包括所有在１９９４年规定中所列及的，

并加以明晰化与代码化。  

 

在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中，有以下规定: 

 

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一)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  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

的 ; 

(三)  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亡的 ; 

(四)  剥夺或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 

(五) 以暴力或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 

(六)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 

(七)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犯前款罪，对被组织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或拐卖等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的

规定处罚直至死刑。根据这一条款, 刑法惩罚个人贩运者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

照、签证等出境证件，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第三百二十条规定，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出

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37 1993 年 6 月 6 日，一艘名为 Golden Venture 的载人货船在纽约海岸搁浅。286 名非法船客中有

10 人在向岸边泅渡中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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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多次实施运送行为或者运送人数众多的; 
(二)  所使用的船只、车辆等交通工具不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 足以造成严重后 

果的 ; 
(三)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 
(四)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 偷越国(边)境, ‘严重情形’的,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严重情形’可指以变造证件

偷越边境、欺骗边检人员或对其使用暴力、造成边界外交问题; 或为躲避对其他

非法活动的惩罚目的而偷越国境。
38
 

 
上述罪行被编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非法移民遭受人权侵犯的可能性

似未被考虑进去。移民的人权方面的问题似乎受到了忽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下有对‘拐卖妇女与儿童罪’的专门规

定。   
 
第二百四十条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一) 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 
(二) 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 
(三) 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 
(四) 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

的 ; 
(五) 为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 
(六)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 
(七) 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 
(八) 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

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因而，正如在目前许多国家中，法律上只有妇女和儿童可被视为受害者的规定使

贩运的情形受到了限制。对贩运的国际定义的各个方面比如‘各形式的强迫劳

动’、‘债务捆绑’和‘剥削目的’在贩运条款下未被覆盖。 
 

                                                 
3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告的解释, ‘严重情形’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 : 1)
在境外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 2) 偷越国(边)境三次以上 ; 3) 拉拢、引诱他人一起偷越国(边)
境 ; 4) 因偷越国边境被行政处罚后一年内又偷越国(边)境 ; 5) 其他严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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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穿越国境被视为违法行为, 尽管当事人有可能受到来自贩运者的暴力、欺骗

或其他胁迫手段。这一立法未将‘偷渡’情形与‘贩运’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

下, 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 即使是在受到贩运者的欺骗或肢体与精神暴力的情

形下, 移民多会被视为国家法律的违犯者, 或是贩运者的同谋。例如，大部分移

民在出发时是自愿离开的，并且为穿越边境不得不与贩运或偷渡代理人合作。但

某些做法，比如携带伪造证件或违反边境管理有关法律可使其受到国家法律的追

诉。   
 
2. 执法困境 
 
2001 年在上海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反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的行动中, 728 名中

国公民被捕, 其中 60 人是 ‘蛇头’
39
。在浙江, 15 名‘蛇头’ 因为卷入一起

声名狼藉的人口贩卖案件被处以６个月到９年不等的徒刑，在此案中有 25 名偷

渡者在一个密封的集装箱内窒息，贩运者将其尸体抛入了大海。在江苏, 42 人

因为组织和贩运 713 名非法移民去外国被判２年至无期徒刑不等 
40
。据报道，

2001 年全国公安部门逮捕了 9465 名非法越境者和 1405 名 ‘人贩子’
41
。    

 

尽管处罚严厉，犯罪持续上升。这可由这一‘行当’的潜在高利润和相对低风险

来解释。将一名中国人贩运至欧洲的平均费用是 2 万 5 千美元; 每条离港船价

值 1 千多万美元。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７日, 美国海岸警卫队截获了一条叫作

‘Wing Fung Lung’的船只，里面有 259 名中国人，他们说为旅程支付了 1 万至 

4 万 5 千美元。４名船员被确认为‘蛇头’
42
。 

 

以下因素加剧了目前的执法无效性: 

 

• 原则上，中国刑法典是地域性的。其应用与效力限于中国境内。贩运者有

复杂的全球网络而我们却没有协调的反人口贩运的全球措施。国家司法权

适用不到其他国家领土上的罪犯身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刑事引渡和司法

协助条约。执法官员应受职业训练。政府间的合作对打击人口贩运和消除

强迫劳动都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建立标准以确认接收国的被强迫劳动

者地位。目前来看，他们常常被视为‘被偷运人员’ 或非法移民。    

• 第二个问题是，对贩运受害者的保护。在实践中, 法律的执行并不区分受

害者与贩运者。反人口贩运的行动，象反其他刑事犯罪的行动一样，只在

短期内有效，而且无法持久。突击检查、起诉和审判程序旨在将尽可能多

的‘罪犯’投入监狱。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卷入贩运的人是受害者还是贩

运者和法律体系应保护的究竟是谁。很明显，对贩运者的确认和起诉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贩运人的合作，但是如果一个被贩运的人要面对刑事处

罚, 他(她) 不大可能会主动合作。因此，到达国和来源国的立法中都应

引入更多的保护受害者的措施。 

                                                 
39 人民日报 (11/11/2001)。 
40人民日报 (07/01/2003)。 
41 人民日报 (31/03/2002)。 
42 美国移民规划局新闻简报(10/0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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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运者的营销活动意在鼓励潜在的移民离境。他们把西方国家描述成天堂 
而对到达那里所要经历的风险和艰辛却轻描淡写。身处苦难之中的人因为

怕‘丢脸’，往往不愿将这一现实告知其家庭。‘脸面’在中国伦理中就

象人的尊严一样重要。对在性行业中工作的妇女尤其如此。他们想把自己

描述为成功者，并继续向家中寄钱。这样做的本身也就证实了贩运者和偷

运者的谎言并且点燃了中国潜在移民的梦。政府发出警告、传播关于贩运

和偷渡风险的准确信息、传达国外强迫劳动的现实至关重要。  
 
 
3. 对 ‘强迫劳动’的有限法律构思 
 

尽管中国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３０第２９号关于强迫劳动的公约，也未批

准１９５７第１０５号关于取消强迫劳动的公约, 中国在取消国内的强迫劳动方

面正在取得进步。劳动法被采纳之后，强迫雇员工作罪加入了１９９７年中国刑

法修正案。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

方法强迫职工劳动, 情形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一条款的缺陷在于，它仅适用于‘工作单位’与‘工人’或‘劳工’之间确证

存在按劳动法定义的雇佣关系的情况。债务捆绑下的工作、奴役和劳役可能不被

涉及。再者， 处罚常常与涉及的情形严重性不相符合。罚款作为替代惩罚是不

够的; 它应被视为监禁的附加惩罚。  

不过，这一刑法准则的新构思显示中国政府准备承认强迫劳动的存在，并将非法

榨取强迫劳动视为刑事犯罪。解决人们关心的强迫劳动问题的需要激发了将这些

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的想法。在经济过渡期的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强迫劳动的问题会

潜在地出现。如前所述，刑法是地域性的; 在中国境外的违法行为，只有满足某

些条件才受追诉惩处。强迫劳动的受害者现在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仍需做的

是将民法延展以覆盖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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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研究与行动计划 
 
‘联合国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新近生效、及其对贩运和偷渡的分别议定

书，加强了将贩运和偷渡这两种违法行为进行尽可能清晰的区别的需要。在来源

国和目的国都有必要进行立法，以改善法律的实施、更好地防止贩运和偷渡、以

及更好地确认和保护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由于贩运可(偷渡亦可)造成在目的国强

迫劳动的后果，对强迫劳动进行适当的立法同样重要。这可使我们能够确认强迫

劳动的例证、起诉索取强迫劳动的责任者、以及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或恢复名誉。  

 

这些问题对当今的中国至关重要，不仅对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过渡期的中国

政府是这样，对越来越多的向世界各地移民的中国人亦是如此。另外，对中国移

民及其海外就业模式、以及对不同华人种族群体经商做法的独特性的加深了解，

可在构思层面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偷渡、贩运和强迫劳动之间的相互联系。 
 
我们看到，中国正面临其公民移民不断增长的压力，不仅是来自熟知的传统地区

的移民极而且来自其它更新的来源区。中国政府显示了打击这种非正规或非法移

民的决心。它不断进行新的努力，采纳有效的打击措施。然而，很多措施仅仅局

限于防止非法移民，而且其效力看来也有限。预防措施不仅应理解为减少有组织

犯罪团伙滥用合法市场和渠道的当前或未来机会，而且应包括一系列更广泛更具

战略性的合法移民管理政策，例如扩大目的国劳动市场的合法准入渠道、增加移

民程序的透明度、或协助与保护受害者和证人。 

 

非正规中国劳工向海外迁移显然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它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招

纳、运输和雇佣代理人，也涉及大笔钱款。要更有效地打击这些人口贩运活动，

不论是在中国本身还是在目的国，仅靠受地域性所限的国内法律似是不够的。中

国和目的国之间需要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更有效地实施法律。比如，可采纳双边

甚至多边协议的形式。然而，除非各国能在刑法条文和其适用范围方面达成共识

并将这些活动犯罪化，否则，这种合作不会真正实现。现在，中国立法中使用的

‘强迫劳动’和‘人口贩卖’的狭隘定义既未涵盖联合国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的巴勒莫协议意义上的跨国人口贩运的许多层面，也与此类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不

相符合。 

 

同时，不论其状况和地位如何，移民工人的人权都应被保护。国际劳工组织本身

的关于移民工人的公约可提供这种保护的一个重要基础。此外，联合国保护全体

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成员权利的公约已于 2003 年 7 月 1 日生效，迄今为止只在少

数国家获得批准。这一公约将移民工人法律地位分成不同种类，并对移民工人和

其家庭提供基本的人权保护。然而，在目前，中国和大部分华人移民的目的国都

未批准这一公约。 

 

作为结论，确定多个未来研究和行动计划是可能的。我们需要对在一系列到达国

的不同经济或工业部门中中国移民所面临的劳动条件进行进一步的案例研究。这

一研究应尽可能地有华人群体的参与，专注于其本身的感知与渴望。在这些群体

中进行提高人权与劳动权意识的计划也是必要的，理想的情况是在目的国雇主和

工人组织参与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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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至关重要的是，法律和政策改革过程的主要行为者 (他们目前在包括人

口贩运等问题上相当活跃) 应熟知中国海外移民劳工所经历的现实条件，包括招

纳与运输过程以及到达国的雇佣条件。 

 

最后，中国与主要目的国之间需要有一体化的合作计划，以改善海外华人劳工的

条件并避免强迫劳动的情形。除了如上所述的在刑法实施方面进行的合作外，也

可以专注于分析劳动市场、通过提高意识的计划系统地交换信息、以及向发现的

强迫劳动滥用案例所涉的华人劳工和家庭提供直接的支持。国际劳工组织本身，

通过精心准备的在许多参与国中进行的试点计划，可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海外华人劳工所承受的艰辛条件有可能会引起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关注。但在

目前的劳动市场条件下，不论是在供给方还是在需求方，在可预见的未来，‘散

居’的退潮是不大可能的事。现在必须强调的是对中国移民更好地管理，并充分

地尊重人权与劳动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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